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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鄂尔多斯高原拥有我国最早发现的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旧石器遗址，是系统研究东亚现代人演化及
动因的重要地区。乌兰木伦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河岸，发掘出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

和炭屑，遗存埋藏的 14C年代在 41.4~33.1 cal ka BP之间，属MIS 3阶段中期。花粉和木炭化石记录显示，

早期为灌丛 -草原，晚期为典型草原植被，气候温凉偏干，较现今相对温暖湿润，胡颓子属和霸王属等

小乔木和灌木作为先民使用的薪材。 MIS 3阶段相对暖湿气候有利于人类的繁衍、扩散和交流，可能是

我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大量人类活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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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人类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是考古学和过去全球变化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 [1-2]。由于旧石

器时代考古遗址年代久远，早期人类活动遗存及其环境背景研究尤为重要，可以一定程度

上复原人类演化的历程，探究人类行为和适应，破译人类演化重大进程的动因和机制 [3-4]。

  我国北方鄂尔多斯高原保存了著名的萨拉乌苏 [5]和水洞沟 [6]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

现人类化石、众多类型石器，还有大量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对旧石器晚期智人体质特

征和文化类型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在考古和人类学领域有着重要地位。

2010年 5月，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进行乌兰木伦河修建过程中，发现了一
处旧石器时代遗址。2010年 6~9月，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鄂尔多
斯青铜器博物馆和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乌兰木伦遗址进行抢救

性考古试掘，获得石制品 1500余件，动物化石千余件及人类用火遗迹等。2011年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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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局批准，进行了正式发掘，两年发掘中共出土 4200多件石制品，发现的动物群里包

括披毛犀、普氏野马、诺氏驼、河套大角鹿、牛、仓鼠和兔等种属，属于晚更新世“萨拉

乌苏动物群”。2011年 4~9月，又在乌兰木伦河上游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旧石器地点 50

多处，采集到石制品上千件。

侯亚梅等 [4]报道了遗址 1期试掘的基本情况，并发表了其中获得的石制品、哺乳动

物化石以及地层和初步测年数据等研究成果，报道了石器类型包括锯齿刃器、凹缺器、各

类边刮削器、适于装柄的各类尖状器、鸟喙状器、锥、钻、刀、石片、盘状器、雕刻器、

镞等类型。笔者于 2012年 10月在遗址不同层位采集了孢粉样本，结合并利用前期发掘中

获得的木炭样品，拟通过考古植物指标遗存研究，重建研究区当时的植被类型和气候环境

特征，探讨早期人类活动特征及其与气候环境的关系。

2 研究区概况

鄂尔多斯高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南部，西、北、东三面有黄河环绕，南与黄土高原相连，

面积 13万平方公里。鄂尔多斯市地处高原腹地，海拔大致在 1，000~1，300 m之间，地

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形复杂，地貌类型多样，东部为准格尔黄土丘陵沟壑区，西部为桌子

山低山缓坡和高地，北部为库布其沙漠，南部为毛乌素沙漠和滩地。鄂尔多斯属北温带半

干旱大陆性气候区，多年平均气温 6.2℃，最高气温 38℃，最低气温 -31.4℃，年平均降

水约为 348 mm，降水变率大，集中于 7~9月，占年降水量 70%左右，降水自东南向西北

趋于减少，年平均蒸发量 2506 mm。

鄂尔多斯高原生态环境复杂多样，植物种类组成较为丰富 [7-8]，不仅处于森林草原 –

温带草原 –荒漠化草原和草原化荒漠过渡地带，也是欧亚草原和中亚荒漠的交汇和过渡

地区 [9]。主要植物群落为荒漠草原群落，以旱生和超旱生针茅 (S  tipa capillata) 和冷蒿

(Artemisia frigida) 为主；沙生植被群落，以白沙蒿 (  Artemisia sphaerocephala krasch), 油

蒿 (A  rtemisia ordosica), 杨柴 (H  edysarum fruticosum var), 柠条 (C  aragana intermedia), 沙

地柏 (  Sabina vulgaris) 和沙柳 (S  alix psammophila) 等植物群落为主；草甸群落，主要由

寸草 (C  arex duriuscula), 马蔺 (I  ris lactea), 芨芨草 (  Achnatherum splendens), 碱蓬 (S  uaeda 

heteroptera), 盐爪爪 (  Kalidium capsicum) 和白刺 (N  itraria) 等组成 [10]。由于人类活动的长

期影响，尤其是不合理的农垦和过度放牧促使草地退化、土地沙化以及荒漠化程度加强 [11]。

乌兰木伦遗址 (39o35，N，109o45，E) 位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河左岸，

海拔 1281 m( 图 1)。乌兰木伦河在内蒙古境内流长 75 km，是黄河中游粗泥沙含量最大

的河道之一。遗址剖面为西北 -东南走向，最宽处约 15 m，从底部基岩面至地表高约 15 m，

大量石制品、动物骨骼和用火遗存等发现于基岩以上 5~8 m厚的地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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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材料与方法

2010年 6~7月的试掘工作揭露面积约 30 m2，呈东北 -西南方向。地层工作引自侯亚
梅等研究成果 [4]，根据土质与土色将剖面分为 8层 (图 2)，地层描述如下 [4]：

① 主要为红色砂状堆积，含风化岩块，西向东倾斜，厚约 1.1~2.1m；
② 上部为红色砂质堆积，出土遗物较少；下部为青灰色粉砂，自西向东倾斜，石制

品和牙骨化石丰富，厚约 0.6~1.4m；
③ 红色夹灰色细砂，自西向东倾斜，石制品和牙骨化石丰富，厚约 0.3~0.8m；
④ 以青灰色粉砂为主，局部为红色细砂，自西向东倾斜，石制品和牙骨化石丰富，

厚约 0.2~0.6m；
⑤ 青灰色粉砂与红色细砂交错层，自西向东倾斜，石制品和牙骨化石丰富，厚约

0.15~0.40m；
⑥ 上部为红色细砂，夹杂风化岩块；下部为青灰色粉砂，自西向东倾斜，石制品和

骨化石丰富，厚约 0.6~0.8m；
⑦ 青灰色粉砂，夹杂少量风化岩块，自西向东倾斜，石制品和骨化石丰富，厚约

0.2~0.4m；
⑧ 红色细砂与青灰色粉砂交错出现，下伏白垩系基岩，石制品和骨化石丰富，厚约

1.1~2.1m

图 1  乌兰木伦遗址地理位置图
 Fig.1  Geographic position of the Wulanmulu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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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再次野
外发掘和室内资料整理工作。在遗

址第 2层和第 6层发现了多组可以
拼合的石制品和打片的碎屑，足以

证明该遗址曾是古人制作工具的场

所以及原地埋藏属性。笔者从乌兰

木伦遗址剖面第 2、第 6、第 7和
第 8层采集了 6个孢粉样品，每个
样品用量 50 g，采用重液浮选法进
行花粉分析，在 400倍显微镜下完
成花粉鉴定，大部分样品的花粉统

计在 300粒以上。以统计的所有乔
木、灌木、草本和水生植物花粉为

基数，计算不同类型花粉百分比，

并绘制主要花粉种属百分比图谱

(图 3)。
在乌兰木伦遗址剖面第 2、第

图 2 乌兰木伦第1地点发掘地层示意图及其年代（据文献[4]）
Fig.2  Stratigraphic profi le of Locality 1 of Wulanmulun site 

and its dating( After reference [4])

图 3 乌兰木伦遗址花粉百分比图谱 
Fig.3 Pollen percentage diagram from  the Wulanmulun site

4、第 5和第 6层中均发现木炭化石和炭屑等用火遗存，我们从发掘过程中浮选备用的诸

多木炭化石样品中选择其中的 5个加以分析，将每个样品中的木炭化石分别切出横切面、

径切面和弦切面，在实体显微镜下观察三个切面的特征并归类，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三个切面上的木材显微结构，分析和鉴定以下特征：(a) 生长轮与年轮，(b) 胞间道，(c)

管孔，(d) 轴向薄壁组织，(e) 木射线等。通过比对现代切片标本、木材解剖图版，识别

和确定木炭化石的木材种属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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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张家富从剖面第 2至第 5层各采集 1个炭屑，第 6层采集了 3个炭屑和一
个动物骨骼，在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中心完成了 14C年代测定工作，并进行了日历年校正
(图 2)[4]。8个样品的 14C年龄值分布在 33.1±0.4 cal ka BP和 41.4±0.3 cal ka BP之间，均
值为 36.3 cal ka BP，显示了遗址保存年代大致在 36 ka BP左右。在剖面各层中分别采集
了 13个光释光样品，选出细沙级粒径石英颗粒，用单片再生计量法测定年龄，在北京大
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表过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完成 (图 2)[4]。光释光年龄集中在 45~52 ka
之间，比 14C年龄值偏老约 10 ka，但均指示该遗址为晚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晚期 )一套
遗存，目前进一步的年代测定工作仍在进行中。

本文基于以花粉和木炭化石等考古植物指标记录研究为主，同时，炭屑不仅是直接

的用火遗存，也是 14C年龄测定的理想材料，测年准确度高，所有测定年龄均在有效测年
范围之内。因此，本文花粉谱和木材遗存的年代框架主要采用 14C年龄，并适当参考光释
光年龄值。

4 研究结果

乌兰木伦遗址剖面共鉴定花粉 1606粒，分属 26个不同科属。乔木花粉包括松
属 (Pinus)、云杉属 (Picea)、桦属 (Betula) 和榆属 (Ulmus)。灌木花粉主要有豆科
(Leguminosae)、胡颓子属 (Elaeagus)、霸王属 (Zygophyllum)、白刺属 (Nitraria) 和麻黄
属(Ephedra)。草本花粉包括蒿属(Artemisia)、藜科(Chenopodiaceae)、禾本科(Poaceae)、
蓼科(Polygonaceae)、毛茛科(Ranunculaceae)、唐松草属(Thalictrum)、蔷薇科(Rosaceae)、
十字花科(Cruciferae)、唇形科(Labiatae)、锦葵科(Malvaceae)、石竹科(Caryophyllaceae)、
车前属 (Plantago)、葎草属 (Humulus) 以及菊科 (Composite)，其中菊科又可分为蒲公英
型 (Taraxacum-type)、紫苑型 (Aster-type) 和蓝刺头型 (Echinops-type)3种类型。花粉组合
以草本和灌木植物为主，乔木花粉仅占很少比例。

乌兰木伦遗址花粉百分比图谱 (图 3) 显示，第 8层下部和上部的花粉组合比较一致，
乔木和灌木花粉含量很低，均不超过 1%，草本植物占有绝对优势。其中，菊科蒲公英型
等中生植物花粉含量很高，占总花粉量 62.2%。其次，禾本科 (5.3%)、蒿属 (16%)、藜
科 (6.8%)、紫苑类型 (2.9%) 和十字花科 (1.7%) 等花粉也占较高比例，其余类型花粉的
百分含量均未超过 1%。

第 7层、6层和 2层的花粉组合特征比较相近，乔木和灌木花粉含量较低，但与第 8
层相比有明显增加，其中，云杉属花粉含量的峰值可达 3.6%。草本植物花粉仍然占有优势，
以中生 -旱生草本植物为主，蒿属 (33.6%)、藜科 (22.2%)、禾本科 (11.8%)、蒲公英型
(9.9%)、豆科 (6%) 和霸王属 (3.3%) 花粉含量高，占总花粉含量的 86.8%。

第 2、第 4、第 5和第 6层中 5个木炭化石样品均出现胡颓子属 (Eleagnus) 木材 (属
胡颓子科 Elaeagnaceae)，木材解剖具有以下特征 (图 4)。(1) 横切面：环孔至半环孔材，
多为单管孔，导管横截面为圆形、卵圆形；(2) 径切面：导管分子单穿孔，穿孔板略倾斜。
小导管上螺纹加厚明显，管间纹孔式互列，卵圆形及椭圆形；射线组织同行单列及多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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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横卧细胞；射线 -导管间纹孔式类似管间纹孔式。(3) 弦切面：射线宽 1~5个细胞，
高 2~35个细胞，射线细胞卵圆及圆形，多列射线呈纺锤形排列。胡颓子属植物一般为小
乔木和灌木，在我国西北各省和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均有分布，具有抗旱、抗风沙、耐

盐碱、耐贫瘠等特点。

第 5和第 6层中 3个木炭化石样品均出现霸王属   (Zygophyllum) 木材，属蒺藜科
(Zygophyllaceae)植物，木材解剖具有以下特征(图 4)。(1)横切面：散孔材，多为单管孔，
导管横截面为圆形、卵圆形及椭圆形。(2)径切面：导管分子单穿孔，穿孔板略倾斜至倾斜。
导管壁上螺纹加厚未见，管间纹孔式互列，卵圆形。射线组织异形，单列射线几乎全由方

形细胞及直立细胞组成，多列射线中部为横卧细胞边缘为直立细胞。射线 -导管间纹孔式
类似管间纹孔式。(3)弦切面：射线宽 1~2个细胞，高 4~15个细胞。射线细胞圆形至长方形。
霸王属植物主要为多年生灌木，产于我国西北部和北部的沙漠或碱土上。

根据遗址中花粉组合特征以及胡颓子属和霸王属木材类型的出现，可以判定乌兰木

伦遗址剖面下部 (第 8层 )主要是以菊科植物为主的灌丛 -草原植被景观，属凉偏干气候
类型。剖面上部为禾本科植物为主的典型草原 (或干草原 )植被景观，伴生不同数量的中

旱生杂草，混生有旱生灌木或半灌木，离水源较近的地段生长有小乔木或灌丛，气候仍属

凉偏干类型，但温度较剖面下部有所增高。乌兰木伦遗址先民生活阶段的植被类型总体与

目前黄土高原北缘的植被类型相当，气候较现今相对温暖湿润。

5 讨 论

末次冰期后段是早期现代人演化、扩散的重要时期，不仅人类活动的遗址数量显

著增多，人类体制特征和人类文化也出现了显著的进步与变革，被称之为“旧石器时代

图 4  胡颓子属 (Eleagnus) 和霸王属 (Zygophyllum) 木材显微结构
Fig.4  Wood microstructure of Eleagnus and Zygophyllum

A1-A3 及 B1-B3 分别为胡颓子属和霸王属木材的横切面、径切面、弦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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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革命”[3,16,17]。这场革命在西亚地区出现在距今 61.5~53.1 ka[18]，中欧和西欧出现在

41.7~31 ka [19-21]；南西伯利亚和蒙古分别出现在距今 41.3~31.7 ka 和 31.3~21.7 ka[22]，阿勒

泰南部  地区 (4.3万 ~3.3万年前 )[3]。这一古人类活跃阶段基本与末次冰期  内一个间冰阶相

对应，属末次冰期中一次气候升温事件，在深海岩芯中表现为氧同位素第 3阶段即“MIS  3
阶段”，其发生时间大致在 60~27 ka BP 之间 [23-24]。

我国北方鄂尔多斯高原保存了萨拉乌苏、水洞沟等旧石器晚期遗址，发现了人类化

石和大量的旧石器，是早期现代人在东亚迁徒、扩散和技术交流的驻足地，也是系统研究

东亚旧石器晚期人类演化以及现代人行为和技术的关键地区 [6,25]。乌兰木伦遗址位于鄂尔

多斯高原核心部位，基于高精度 14C年代，可以判定乌兰木伦遗址的第 8层至第 2层年代
在 41.4±0.3 cal ka BP 与 33.1±0.4 cal ka BP之间。

侯亚梅等 [4, 26]认为遗址石制品总体属于小型石片工业组合，不少石器出现一器多用

的现象，器型方面与欧洲传统旧石器时代中期相近。萨拉乌苏旧石     器时代遗址在中国最早

被发现和研究，曾发现了人类化石、大量哺乳动物化石、骨器和炭屑等遗存，人类化石的
14C年代为 35.34 ka BP[27-28]。水洞沟遗址及周边地区的人类活动集中在 32~11 ka BP，比上
述人类活动的年代稍晚一些，以丰富的、带有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阶段莫斯特和奥

瑞纳文化特点的石叶工具为特点，还含有更晚阶段的大量装饰品、火塘、骨角器和细石器，

应来自于西北的一支早期现代人群 [  3,17]。

40~30 ka之间中国西北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比现在高 60~300 mm，内蒙古西部的温
度比现在高 2~3°C[29]。腾格里沙漠断头梁剖面花粉记录揭示 ca. 38~31 ka BP之间研究区植
被为以温带、暖温带阔叶林为主的针阔混交林，湖畔河边发育着草甸植被 [30]。黄土高原

靖边剖面花粉记录揭示 L1-2(ca. 40~28 ka) 沉积阶段黄土高原北部出现以蒲公英类型菊科为
主的草原植被 [31]。乌兰木伦遗址花粉记录显示遗址剖面沉积早期为蒲公英类型菊科占主

要比例的灌丛 -草原植被，晚期为禾本科占优的典型草原植被。乌兰木伦遗址第 8层中高
比例蒲公英型菊科花粉的出现说明遗址周边的植被环境与整个区域的植被格局相一致，可

能指示了MIS3阶段黄土高原北部到鄂尔多斯高原菊科草原植被比较发育，气候相对温暖
湿润。

同时，遗址出土的披毛犀、普氏野马、大角鹿和牛等哺乳动物群带有明显的草原特点 [4]，

与研究区的植被类型相契合。大量的炭屑和木炭化石等遗存可能显示古人类已有用火行为，

所用薪材来自遗址周边的胡颓子属和霸王属等小乔木和灌木植物。植被和植物特征、木材

类型以及哺乳动物组合共同指示了乌兰木伦遗址的气候属温凉偏干类型，但较现今相对温

暖湿润。

我国北方这一时段还出现了一定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北京周口店田  园洞遗址出土了
34件现代智人化石和 29种哺乳动物化石 [32]，年代在 40~38.5 ka BP之间 [33]，河南郑州织

机洞遗址下文化层年代在 50~35 ka BP之间，出土有大量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石
制品 [34-35]，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中灰烬和牙齿的 14C校正年代分别为 41.6~38.4 cal ka BP
和 39.2~35 cal ka BP [36-37]。同时，MIS 3阶段晚期还出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如山西峙峪
遗址 [38]  、北京王府井遗址等 [39]。

人类起源和演化及其与气候环境变化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 [40 -41]，尽管我国北方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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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晚期革命在石器文化特征以及发生的机制和模式等方面仍非常复杂，但是MIS 3阶段
数量众多旧石器遗址的出现，石制品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显示了人类活动的频繁及其与气

候变化的可能联系。MIS 3阶段早、中期(60~34 ka)气候虽不及末次间冰期那样温暖湿润，
但其温湿程度仍然较高，晚期 (34~25 ka) 湿度降低，气候向冷干的末次盛冰期转型 [42-43]。

MIS 3 阶段，古里雅冰芯氧同位素记录表明整体出现异常高温，峰值区气候与全新世暖期
相当 [44]；黄土 -古土壤序列表现为马兰黄土中的弱发育古土壤层 [43]，沙漠 /黄土过渡带
发育疏林草原植被，出现云杉、栎属和胡桃科乔木以及榛属灌丛 [45]；内蒙古阿拉善高原

地区的吉兰泰湖泊这一阶段处于发育期 [46]。

我国北方地区主要受东亚季风气候的控制和影响，鄂尔多斯高原地处季风的边缘区，

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对气候环境变化敏感，东亚季风强弱变化对这一地区的环境和人类发

展有着重要影响。MIS 3阶段温度升高导致夏季风加强，降水增加，相对暖湿的气候条件
有利于植被发育和哺乳动物繁盛，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扩

大了人类生存和活动空间，有利于人类的繁衍、迁徙、扩散和交流，可能是我国北方地区

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大量人类活动的重要原因。

6 结  论

乌兰木伦遗址 41.4~(33.1±0.4) cal ka BP 时段早期为灌丛 -草原植被，晚期为典型草
原植被，气候温凉偏干，较现今相对温暖湿润。

古人类使用胡颓子属和霸王属等小乔木和灌木作为用火的薪材。

末次冰期中MIS 3阶段相对暖湿的气候促进了人类的繁衍、扩散和交流，可能是我
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大量人类活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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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egetation and Environment at the Wulamulun Site in the Ordos Plateau, 
Inner Mongolia During MIS 3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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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dos Plateau showed the famous Salawusu and Shuidongou Paleolithic sites 
discovered firstly in China and is the key area for studying human evolution in eastern Asia. 
The Wulanmulun site is located at the bank of the Wulamulun River in the Kangbashi New 
District of Ordos city. Many stone artifacts, mammalian fossils, and charred woods was obtained 
from the site. The 14C ages of the remains are 41.4~33.1 cal ka BP corresponding to the MIS 3 
period . The evidence from pollen and charcoal fossil indicates that the shrub-steppe appeared in 
the early period and the typical steppe grew in the late period. The climate is dry and cool but 
warmer and wetter than today. Shrubs and small trees such as Elaeagus and Zygophyllum are 
used as fuelwood by ancient people. The relatively warm and humid climate in MIS 3 period 
was conductive to human reproduction, diffusion and exchange, which is probably an important 
reason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 

Keywords: Ordos; Wulamulun; MIS 3; Vegetation; Environment


